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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基于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

据， 本文采用回归分析、 夏普利分解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并通过分样本分析、 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替换变量法验证了研究结果的

稳健性。 研究表明，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 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解

释力仅次于收入和健康， 贡献率高于 １０％ ； 超时劳动挤出了农民工的教育和娱乐投资， 降

低了其市民化融入水平， 导致该群体幸福感的恶化。 此外， 收入提升削弱了超时劳动对幸

福感的负向影响， 教育程度正向调节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负效应。 超时劳动对老一代和新

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异质性。 因此， 缓解农民工超时劳动是提高农民工幸福

感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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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幸福感是人类经济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 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致力于获得幸

福 （卢海阳等， ２０１７）。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终极追求在于增进人民的福祉、 改善人

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满意度， 因此探讨幸福感的决定因素颇具现实意义

（万广华、 张彤进， ２０２１）。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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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从农业转换到非农产业。 ２０２１ 年， 中国的

农民工总量达到 ２ ９ 亿人。 从年龄构成来看， 农民工群体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①。 进城

务工的农民工成为中国城市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事着最脏、 最累、 最苦的职业，

为流入地的城市经济发展乃至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在城市的工

作情况、 生活状况和幸福感应该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然而， 农民工在劳动权益保护上处于弱势地位， 超时劳动现象普遍存在②。 事实

上， 因户籍制度的长期实施， 农民工多从事体力型劳动， 存在劳动议价能力低、 工作

强度高、 劳动时间长、 工作稳定性低、 工资福利待遇不高的典型特征。 为了获得在城

市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经济收入， 农民工被迫或主动选择超时劳动的现象十分普遍。

企业也并未严格执行工时制度， 加剧了农民工牺牲休息时间换取工资报酬的现象。 无

论是从日工时还是从周工时来看， 农民工的超时劳动均十分严重。 超时劳动严重侵犯

农民工的休息、 休假、 安全生产及健康生活等合法权益， 对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刘璐宁、 孟续铎， ２０１８； 罗俊峰、 童玉芬， ２０１６）。

法定工时制度旨在通过平衡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 使得附着在劳动力之

上的人力资本得以恢复和发展。 超时劳动打破了人力资本再生产的正向循环与可持续

发展， 透支了农民工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引发农民工职业倦怠、 劳动效率下降、

工作失误等问题， 更严重的会引发工作事故、 伤残乃至 “过劳死” 的发生。 因此， 超

时劳动可能会对农民工的健康状况、 精神生活和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造成农民工幸福感的下降， 形成农民工收入水平提升与幸福感下降并存的 “幸福悖

论”。 保障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 将农民工视为宝贵的人力资源而非廉价劳动力， 让农

民工从 “张弛无度” 转向 “张弛有度”， 是破解农民工幸福感密码的必由之路。

尽管学术界认识到过度劳动会对个人健康、 劳动生产率、 劳资关系等产生负面

影响， 但是实证分析超时劳动福利效应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且对福利效应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经济损失的评估方面 （王欣、 杨婧， ２０２１）， 对超时劳动造成的幸福感等福

利损失效应仍有待进一步估计。 遗憾的是， 采用最新的农民工调查数据， 实证分析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仍然匮乏。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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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国家统计局 《２０２１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２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８８０４３ ｈｔｍ。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６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显示， 日工作时间超过 ８ 小时的农民工占比达

６４ ４０％ ， 周工作时间超过 ４４ 小时的农民工占比为 ７８ ４０％ 。



幸福感的影响符合 “损耗说” 抑或 “无关说”？ 超时劳动通过何种渠道作用于农民

工的幸福感？ 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教育年限是否调节超时劳动与幸福感的关系模式？
如何从超时劳动和收入水平的交互效应角度解读 “伊斯特林悖论”？ 因出生世代的不

同、 成长经历的差异及市场环境的变化， 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在超时劳动与

幸福感的关系上是否存在差异？ 以上问题都有待实证分析进行检验。
基于此，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

态监测数据， 实证分析了上海市农民工超时劳动对其幸福感的影响， 并从超时劳动

挤占教育及娱乐支出、 影响城市化融入的角度揭示其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此外， 本文还考察了收入和教育对超时劳动影响幸福感的调节作用。 本文还将农民

工划分为老一代和新生代， 对比分析超时劳动对幸福感影响的代际异质性。 本研究

为降低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福利的负面影响， 进一步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和城市化融

入水平，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二　 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市场竞争加剧和逐利动机驱使企业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源和提高生产效率， 超

时劳动现象愈发普遍。 自 ２０ 世纪以来， 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 心理学、 医学等多个学

科视角探讨超时劳动问题， 对超时劳动的概念界定、 测度方式、 现状、 成因、 危害及

政策规制进行了丰富的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在 ２０ 世纪就出现了超时劳动现象， 其负面

影响引发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日本 “过劳死” 现象的频发， 推

动了关于过度劳动成因的实证研究， 以及缓解过劳危害的政策研究 （Ｂｏｗｌｅｓ ＆ Ｐａｒｋ，
２００５）。 关于中国超时劳动的研究起步较晚， 且研究对象多为知识型劳动者， 如教师、
医生、 白领等群体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Ｘ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中国农民工群体超时劳动

问题普遍且严峻， 已有研究集中在揭示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强度及其影响因素上， 关于

农民工超时劳动的福利效应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学者们一致认为农民工群体中存在普遍且严重的超时劳动现象。 目前， 对农民工

超时劳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议题。 一是旨在揭示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影响因素。

学者们将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影响因素归结为个体因素 （如性别、 年龄、 教育、 婚姻状

况等）、 经济因素 （如工资收入、 加班报酬等）、 职业因素 （如所属行业、 职业、 工

会、 劳动合同签署等）、 社会因素 （如户籍制度、 社会融入、 身份认同、 最低工资制

度等） 四大类 （郭凤鸣， ２０２０； 孔庆洋等， ２０１４； 冷晨昕等， ２０２１； 刘璐宁、 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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铎， ２０１８； 谢勇、 史晓晨， ２０１３； Ｚ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二是旨在探讨超时劳动对农民工

身心健康的影响。 学者们对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形成了超时工作的 “损耗论” 和 “无关论” 两种竞争性的观点。 “损耗论” 认为， 超

时劳动会损害劳动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加剧 “工作—生活” 之间的冲突， 负向影响

劳动者的幸福感水平 （程名望等， ２０１２； 王笑天等， ２０１７； Ａｄｋｉｎｓ ＆ Ｐｒｅｍｅａｕｘ，
２０１２）。 过度劳动在生理上会加重疲劳感知， 催生吸烟、 酗酒等风险行为， 引发疾病

乃至猝死的发生， 在心理上会引发焦虑、 职业倦怠等不良精神状况 （孟续铎、 王欣，

２０１４）。 在 “工作—生活” 冲突上， 超时劳动打破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挤占劳动者

用于社会交往、 娱乐休闲、 学习充电等业余活动的时间， 削弱劳动者所能获得的体力

精力恢复、 社会心理支持和自身发展需求。 “损耗论” 关于超时劳动线性负向影响幸

福感的观点受到 “无关论” 的挑战。 “无关论” 认为超时劳动和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

显著的负相关， 即便存在也仅是较为微弱的关系。 缩短工作时间也未如预期般提升劳

动者的幸福感 （Ｎｇ ＆ Ｆｅｌｄｍａｎ， ２００８）。
但以上研究以普通劳动者为研究对象， 并没有特定于分析农民工群体超时劳动的

幸福感效应。 事实上， 农民工在教育人力资本方面低于城市户籍人员。 城市内部存在

正规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并存的二元结构， 农民工因人力资本偏低和户籍限制因素，
往往被排除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 大部分就职于城市非正规部门。 非正规部门就业

的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 导致其劳动议价能力和谈判能力薄弱， 面临工作层次

低、 稳定性差、 任务繁重、 社会保障缺失、 收入水平不高的困境 （王桂新、 胡健，
２０１５）。 因此， 超长的工作时间、 高强度的工作负荷、 机械重复的工作内容以及缺位

的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构成显著的损耗效应， 超时劳动对于农民工群体幸福

感的影响更符合 “损耗论” 假说。 相关研究也表明， 农民工高强度和超负荷的工作、
单调的业余生活、 匮乏的经济收入、 偏低的城市化融合和身份认同的不安， 侵蚀着农

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 引发农民工的心理不安、 精神焦虑、 孤独感和无助感 （程名望

等， ２０１２； 董延芳等， ２０１８）。 本文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１。
假说 １： 因农民工工作性质和内容的特殊性，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造成身心的双重损

耗， 显著降低农民工的幸福感。

农民工迫于生计进城务工， 首要目标是提升家庭经济收入和改善生活状况。 只要

加班时间能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 农民工甚至会主动牺牲闲暇时间， 用超时劳动换取

额外的收入。 超时劳动挤出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的必要时间， 不利于其知

识积累和技能水平的提升， 导致其锁定在当前低技能和低工资水平的工作岗位， 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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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工资水平上涨和职位晋升。 超时劳动压缩了农民工的业余生活， 挤出其休闲娱乐

时间， 降低其城市生活融入水平。 看电视、 玩手机、 打牌、 喝酒等成为农民工的主要

娱乐方式， 业余生活简单而单调 （程名望等， ２０１２）。 本文据此提出超时劳动对农民工

幸福感的第一个影响机制 （假说 ２）。
假说 ２： 超时劳动通过降低农民工的教育及娱乐支出间接降低农民工的幸福感。
农民工虽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 但受制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 难以实

现户籍身份的转变， 导致该群体在城市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方面享受与户籍人口差

别化的待遇。 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远离家人朋友只身一人前往城市打工， 在农忙季

节或节假日 “候鸟式” 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单飞” 的农民工失去原生社会关

系网络提供的情感支持， 对所在城市又难以形成自我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 亟待构

建补偿型的社交网络来弥补社会隔离产生的孤独感和焦虑情绪 （钱文荣、 张黎莉，
２００９）。

然而， 超时劳动挤压了农民工维持原生社交网络和在工作城市构建社交网络的

时间， 导致其在城市中难以建立起关系网络和情感纽带， 从而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和

安全感。 超时劳动降低了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 加重了农民工与城市生活的

隔离感。 在身份认同上， 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义为在城市打工的农村人， 城市于

他们而言只是暂时栖身的 “停留站”， 虽然可以获得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 但最终他

们还是要离开城市回到家乡这个 “终点站”。 综上， 超时劳动降低了农民工对城市生

活的适应性， 也削弱了农民工的市民身份认同感和城市化融入水平， 加重了农民工

群体的孤独感和焦虑感， 从而降低该群体的幸福感。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第三

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３： 超时劳动通过降低农民工的城市化融入水平间接作用于农民工的幸福感。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该数据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和

入户面访方式， 全面收集来沪工作农民工及随迁家属的基本情况， 涉及农民工的就

业状况、 健康医疗、 居住生活、 社会融合等基本情况， 特别是详细调研了农民工的

劳动强度和生活满意度状况， 可以为研究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提供数据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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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模型设定如下：
Ｓｗｂｉｊ ＝ β０ ＋ β１ × Ｗｏｒｋｄｅｎｉｊ ＋ θ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 ＋ Ｙｉ ＋ εｉｊ （１）

式 （１） 中， Ｓｗｂｉｊ表示第 ｉ 年第 ｊ 个农民工的幸福感综合指标， 采用熵权法将农民

工的健康、 工作、 收入及生活满意度凝结为一个综合指标， 取值为 ０ ～ １００ 之间的连续

变量。 Ｗｏｒｋｄｅｎｉｊ衡量农民工超时劳动强度， 采用周工作时间与法定周标准工作时间 （４４
小时） 的比值得到。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为一组可能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控制变量， 包括农民工的

人口统计特征和社会融合特征两类因素。 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年龄 （Ａｇｅ）、 年龄的平方

项 （Ａｇｅｓｑ）、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民族 （Ｒａｃｅ）、 健康状况 （Ｈｅａｌｔｈ） 等变量。 社会融合特

征主要引入户籍歧视 （Ｄｉｓｃｒｉｍ） 变量， 反映农民工在城市找工作时是否受到户籍限制。
同时， 为控制宏观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引入时期固定效应 Ｙｉ， 以进一步

控制时期因素的影响。
（三） 变量设置

１ 因变量

本文旨在研究农民工超时劳动对其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感是感兴趣的结果变量。

对幸福感的探讨可以追溯至古希腊， 然而至今幸福感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测度

方法。 尽管幸福感难以言说和精确定义， 但幸福感能被个体真切感知。 抽象地说， 幸

福就是个体对自身状况或生活的满意感。 学术界通常采用主观幸福感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ＳＷＢ） 评价幸福程度。 如著名的世界价值观调查 （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ＶＳ）

就通过询问 “总的来说， 您觉得幸福吗？” 来评估个体的幸福感程度。 这种测度方法简

单易操作， 且具有良好的可比性和有效性， 能够真实地反映个人的幸福体验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２００３）。 国内学者对幸福感的衡量主要有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两种方

法。 如程名望和华汉阳 （２０２０） 采用主观生活满意度作为幸福感的代理变量， 以生活

满意度的高低反映幸福感的高低。 但有学者指出， 幸福感应该是主体对自身多维度状

况的综合评价， 仅采用单一维度衡量具有片面性和波动性， 无法给出幸福感的完整描

述 （Ｄｏｌ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因此， 有学者采用综合性指标测度幸福感的高低， 如祝瑜晗

和吕光明 （２０２０） 从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三个层面衡量幸福感。
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数据可得性， 本文采用综合指标法， 从健康、 工作、 收入和

生活满意度四个维度综合衡量农民工的幸福感。 多指标综合评价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

赋权法之分。 主观赋权法因在指标权重的确定上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臆断性而饱受质

疑和诟病。 熵权法是客观赋权法的一种， 该方法能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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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幸福感综合指标的可信度和精确度， 同时能降低主观赋权法在权重赋值上存在的

主观性 （陈景华等， ２０２０； 杨丽、 孙之淳， ２０１５）。 因此， 本文采用熵权法将四个维度

的满意度指标凝结为幸福感综合指标 （取值介于 ０ ～ １ 之间）， 并将该指标放大 １００ 倍，

最终形成的幸福感指标界于 ０ ～ １００ 之间， 值越大则幸福感越高①。

２ 核心解释变量

超时劳动为核心解释变量。 尽管学者对超时劳动的界定并不统一， 但大都将劳动

时间识别为超时劳动的重要维度 （郭凤鸣、 张世伟， ２０２０； 王静、 王欣， ２０１３）。 遵循

研究惯例， 农民工超时劳动是指农民工在超出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之外付出的额外劳动。

实证分析中， 学者常将超时劳动处理成二分变量， 如依据农民工日工作时间是否超过 ８

小时， 或周工作是否超过 ４４ 小时， 将农民工分为超时劳动组和正常劳动组。 二分法能

反映农民工是否超时劳动， 但损失了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强度信息。 为衡量农民工超时

劳动的严重程度， 引入超时劳动强度的概念， 并将其定义为农民工实际工作时间与法

定工作时间之比， 以测度农民工超负荷工作的严重程度。 具体来说， 以农民工周劳动

时间与法定周劳动时间 （４４ 小时） 的比值测度超时劳动强度。 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

并更好地与已有研究形成对照， 引入农民工超时劳动层次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具体来

说， 将农民工周工作时间在 ４４ 小时及以下、 ４５ ～ ５０ 小时、 ５１ ～ ６０ 小时以及 ６１ 小时及

以上分别定义为适度劳动、 轻度超时劳动、 中度超时劳动、 重度超时劳动， 分别赋值

为１ ～ ４。需要指出的是， 该变量属于典型的有序变量， 回归分析中以适度劳动作为基

准组。

３ 控制变量

学术界普遍重视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探讨， 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考察。

从微观层面来看， 学者们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归结为绝对收入、 相对收入和就业状况

等 （袁方、 史清华， ２０１３；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１９７４； Ｆｒｅｙ ＆ Ｓｔｕｔｚｅｒ， ２００２）。 性别、 年龄、 民

族、 健康状况等人口统计特征也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程名望、 华汉阳， ２０２０； 卢海阳

等， ２０１７）。 从宏观层面来看， 经济增长 （刘军强等， ２０１２）、 通货膨胀 （陈刚，

２０１３）、 环境污染 （黄永明、 何凌云， ２０１３）、 社会信任 （袁正、 夏波， ２０１２） 等也被

识别为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为更加准确地估计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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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熵权法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 其次采用熵

值法对四个满意度指标进行客观赋权， 并得到各指标的权重系数； 最后通过加总各指标的权

重与标准化值的乘积得到个体的幸福感综合指标。



借鉴已有研究 （方聪龙、 芮正云， ２０１８）， 本文设置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括收入水平

（Ｉｎｃｏｍｅ）、 年龄 （Ａｇｅ）、 年龄的平方 （Ａｇｅｓｑ）、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民族 （Ｒａｃｅ）、 婚姻状

况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健康状况 （Ｈｅａｌｔｈ）、 教育年限 （Ｅｄｕｙ） 和户籍歧视 （Ｄｉｓｃｒｉｍ） 等。 其

中， 对收入水平做对数化处理， 引入年龄及其平方项能够考察年龄对幸福感的非线性

影响。 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设置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Ｓｗｂ 幸福感 ６５ １６３６ １４ ７３５３ １２ ３５７２ １００ ００００

解释变量
Ｗｏｒｋｄｅｎ 超时劳动强度 １ ２１４３ ０ ３２６６ ０ ０２２７ ２ ５４５５

Ｏｖｅｒｗｏｒｋ 超时劳动层次 ２ ３６４３ １ １８５８ １ ４

控制变量

Ｉｎｃｏｍｅ 收入的对数值 （缩尾处理） ８ ４８１９ ０ ３１５３ ８ ００６４ ８ ９８７２

Ａｇｅ 年龄 ３７ ２７３７ １０ ４１２２ １７ ６９

Ａｇｅｓｑ 年龄的平方 １４９７ ７１０３ ８２０ ２１２３ ２８９ ４７６１

Ｇｅｎｄｅｒ 性别 （男 ＝ １， 女 ＝ ０） ０ ６１７３ ０ ４８６１ ０ １

Ｒａｃｅ 民族 （汉族 ＝ １， 其他少数民族 ＝ ０） ０ ９８５４ ０ １１９９ ０ １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婚姻状况 （有配偶 ＝ １， 其他 ＝ ０） ０ ７７４４ ０ ４１８０ ０ １

Ｈｅａｌｔｈ 健康状况 （健康 ＝ １， 其他 ＝ ０） ０ ９８１９ ０ １３３２ ０ １

Ｅｄｕｙ 教育年限 １０ ６５４３ ３ ３２６８ ０ １９

Ｄｉｓｃｒｉｍ 户籍歧视 （遭遇歧视 ＝ １， 其他 ＝ ０） ０ １２５０ ０ ３３０８ ０ １

中介变量
Ｅｄｕｅｘｐ 教育及娱乐支出占比 （对数） ０ ８２６５ １ ０３７３ － ５ ０９６９ ４ ２０８６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城市化融入 １８ ７８６０ ２７ ８３８６ ０ １００

　 　 注： 样本总量为 ３４３１ 人，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的样本量分别为 １１３６ 人、 １１４８ 人、 １１４７ 人； Ｅｄｕｙ 为受

教育年限， “未受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对应的受教育年限依

次为 ０、 ６、 ９、 １２、 １５、 １６、 １９； Ｅｄｕｅｘｐ 为教育及娱乐支出占总支出比重放大 １００ 倍后的对数值； 城市化融入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为衡量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综合指标， 涵盖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度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自我身份认同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和留城意愿 （Ｕｒｂａｎ） 三个分指标， 并通过熵权法处理得到， 取值介于 ０ ～ １００ 之间， 值越大城市化融入

水平越高。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四）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２ 给出了农民工劳动强度的分布情况， 并分劳动强度计算了农民工幸福感的平

均水平。 分析可见， 适度劳动的农民工占比为 １ ／ ３ 左右 （３４ ０７％ ）， 超时劳动的农民

工占比接近 ２ ／ ３ （６５ ９３％ ）。 中度和重度超时劳动的农民工占比分别为 ２１ ２５％ 和

２４ ６３％ ， 农民工超时劳动现象普遍且严重。 超时劳动剥夺了农民工群体正常的休息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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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权， 挤压了该群体休闲娱乐时间， 侵蚀该群体的身心健康， 引发焦虑感和疲惫感，

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及幸福感体验。 随着超时劳动强度的上升， 农民工的幸福感

从适度劳动的 ６７ ３８ 下降到了重度超时劳动的 ６３ １５。 分析超时劳动强度与幸福感的变

动趋势可见， 二者存在反向变动的趋势。 但以上分析只是平均水平的相关性检验， 并

没有控制一系列影响幸福感的因素， 因此， 无法给出劳动强度对幸福感的因果影响。

下文将采用实证方法对二者关系做出更严谨的检验。

表 ２　 农民工超时劳动情况统计表

劳动强度 样本数 样本占比（％ ） 幸福感（均值）

适度劳动 １１６９ ３４ ０７ ６７ ３８

轻度超时劳动 ６８８ ２０ ０５ ６５ ３４

中度超时劳动 ７２９ ２１ ２５ ６３ ７７

重度超时劳动 ８４５ ２４ ６３ ６３ １５

　 　 注： 分别定义农民工周工作时间在 ４４ 小时及以下、 ４５ ～ ５０ 小时、 ５１ ～ ６０ 小时、 ６１ 小时及以上为适度劳动、
轻度超时劳动、 中度超时劳动、 重度超时劳动， 分别赋值为 １ ～ 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四　 回归结果及分析

对式 （１） 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如表 ３ 所示。 模型 （１） 汇报了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 （２）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了两个交乘项： 超时劳动与收入水平的交乘项

（Ｗｏｒｋｄｅｎ∗Ｉｎｃｏｍｅ）、 超时劳动与教育年限的交乘项 （Ｗｏｒｋｄｅｎ∗Ｅｄｕｙ）， 以分析收入水

平和教育年限对超时劳动与幸福感关系的调节效应。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汇报了老

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子样本的估计结果。

模型 （１） 的实证结果表明，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在

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超时劳动强度每上升 １ 单位会使农民工的幸福感下降

５ ８４９５ 个单位。 以上结果初步证实假说 １， 即超时劳动损害农民工的幸福感， 这符合

“损耗论” 的预期。 分析加入交乘项的模型 （２） 可知， 收入水平负向调节超时劳动对

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教育年限正向调节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如果农民

工能够自主选择劳动时间， 并且超出标准工作时间的超时劳动能够按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 的规定 （加班工资是标准工资的 １ ５ 倍） 获取合理的经济补偿， 那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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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劳动将会改善农民工的经济状况， 进而弥补超时劳动所带来的负累感。 但农民工受

到技能和流动性的限制， 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 合理的休息休假、 超时劳动

的经济补偿权均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导致农民工幸福感的恶化。 如郭凤鸣和张世伟

（２０２０） 研究指出， 农民工劳动时间的延长导致其小时工资的下降， 超时劳动并未获得

更高的经济回报， 甚至低于标准工资水平①， 农民工超时劳动更多是迫于工作压力下的

被动选择。

表 ３　 超时劳动强度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因变量： 幸福感

（１） （２） （３） （４）

全样本 全样本 老一代 新生代

超时劳动强度
－ ５ ８４９５∗∗∗

（０ ７５０２）
－ ５１ ９７５５∗∗∗

（１７ ８０７０）
－ ３ ６２６５∗∗∗

（０ ９７８８）
－ ８ ９８０５∗∗∗

（１ １７３３）

收入
１３ ４４８１∗∗∗

（０ ８４３８）
５ ４７４１∗

（２ ８８１９）
１３ ８６０５∗∗∗

（１ １６９０）
１２ ８３９１∗∗∗

（１ ２３４２）

年龄
－ ０ ６４０１∗∗∗

（０ １９２８）
－ ０ ６３９６∗∗∗

（０ １９３７）
－ ２ ６８４３∗∗∗

（０ ７５９６）
－ ０ １９０６
（０ ８１５３）

年龄的平方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２９２∗∗∗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１３９）

性别
１ １１３９∗∗

（０ ５１３１）
１ ３３６２∗∗

（０ ５２０４）
－ ０ ２８７４
（０ ７７４０）

２ ３０１３∗∗∗

（０ ６８０３）

民族
３ １２９７

（２ ００３３）
２ ８４５１

（１ ９７７７）
４ １３７９

（３ ３５６７）
２ ４７３５

（２ ５１３１）

婚姻状况
２ ２０７０∗∗∗

（０ ６８２４）
２ ２９１１∗∗∗

（０ ６８１５）
２ １２１６

（１ ３６５０）
１ ５７２４∗

（０ ８１５６）

健康状况
１４ ８９８６∗∗∗

（１ ９２８４）
１４ ６０８０∗∗∗

（１ ９２００）
１４ ０１９３∗∗∗

（２ ２０５３）
１６ ５７４７∗∗∗

（３ ９６６５）

教育年限
－ ０ ０１９７
（０ ０８８８）

０ ８５７０∗∗∗

（０ ３１０５）
０ ０３９９

（０ １３０４）
－ ０ ２１１８∗

（０ １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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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四十四条规定： （一） 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支付不低

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 （二） 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

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 （三）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

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续表

因变量： 幸福感

（１） （２） （３） （４）

全样本 全样本 老一代 新生代

户籍歧视
－ ５ １１３０∗∗∗

（０ ７０４３）
－ ４ ９６０５∗∗∗

（０ ７０６４）
－ ５ １７２０∗∗∗

（０ ９７９２）
－ ４ ８８３２∗∗∗

（１ ０１７４）

超时劳动

强度∗收入

６ ３３２９∗∗∗

（２ １７１７）

超时劳动

强度∗教育年限

－ ０ ７４１１∗∗∗

（０ ２５９５）

常数项
－ ４９ １９６７∗∗∗

（７ ９０７０）
９ ６２８５

（２３ ６７５２）
－ ６ ９４６６

（２１ ６７７３）
－ ４７ ９４２１∗∗∗

（１４ ７６１８）

调整后 Ｒ２ ０ １４２１ ０ １４４９ ０ １５０９ ０ １４０１

Ｆ ５４ ５８５１ ４７ １７４９ ２８ ５００４ ２９ ４１０１

样本量 ３４３１ ３４３１ １５９７ １８３４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将出生于

１９８０ 年以前的受访者界定为老一代农民工， 将出生于 １９８０ 年及以后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分析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的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结果可知， 老一代和

新生代农民工处于超时劳动状态时， 均会经历幸福感的下降。 区别在于， 超时劳动对

幸福感的影响强度存在代际异质性。 具体来看， 超时劳动强度每上升 １ 单位， 分别引

发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下降 ３ ６２６５ 单位和 ８ ９８０５ 单位。 新生代农民工超时

劳动的幸福感损失是老一代农民工的 ２ ４８ 倍。 在对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估计结果

进行似不相关回归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ＵＲ） 估计后，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结果表明， 超时劳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比老一代高出 ５ ３５４０ 单位， 且

二者差异的卡方检验统计量为 １２ ３５， 通过 ０ ００１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超时劳动造

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福利损失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超时劳动对不同世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强度的异质性可能有以下原因。 第一， 老

一代农民工是第一代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 他们具有浓厚的家庭责任感和乡土观念，
受制于较低的教育水平， 他们多在建筑行业就业， 行业特征决定了他们工作时间长、
劳动强度大， 长期的重体力劳动和强烈的家庭责任意识， 塑造了老一代农民工吃苦耐

劳、 任劳任怨的性情， 导致他们对超时劳动的容忍度偏高。 第二， 新生代农民工的教

育程度有所提升， 从事的职业更为多元， 业余生活更为丰富， 对工作环境和生活状况

有了更高的诉求， 对城市有更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 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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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 消费模式、 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上的深层次转变， 使得他们不愿意牺牲自

己的业余休闲时间换取收入， 对超时劳动更为敏感。

回归分析反映了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边际影响， 但并不能回答超时劳动对农

民工幸福感的贡献率。 夏普利分解方法 （Ｓｈａｐｌｅｙ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能测度各解释变量对农

民工幸福感的贡献比重， 分解结果见表 ４。 分析可见， 对农民工幸福感贡献比例最高的四

个因素分别是收入水平 （Ｉｎｃｏｍｅ）、 健康状况 （Ｈｅａｌｔｈ）、 超时劳动强度 （Ｗｏｒｋｄｅｎ） 和户

籍歧视 （Ｄｉｓｃｒｉｍ）， 贡献率分别为 ５３ ９６％、 １４ ０２％、 １０ ０２％和 ９ ４８％。 四个因素累计

能解释农民工幸福感的 ８７ ４８％， 在破解农民工幸福感密码上占据主导地位。

收入水平是农民工幸福感的首位影响因素， 这与以往研究一致。 经济因素是促使

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的驱动力， 物质生活改善、 收入水平提高是农民工幸福感的

重要源泉 （冯永琦、 张天舒， ２０１６； Ｇａｏ ＆ Ｓｍｙｔｈ， ２０１１）。 健康因素对农民工幸福感的

贡献度仅次于经济因素。 农民工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且技能匮乏， 在城市中拥有的社会

资源比较少， 多就职于城市非正规部门， 工作环境差、 劳动强度大、 福利待遇低是农

民工就业的典型特征。 城市融入过程中遭遇的就业压力、 生活压力、 歧视待遇和文化

隔离加重了农民工的心理健康负担。 农业户籍身份导致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

等的公共服务， 特别是在社会保险和医疗服务上面临歧视性待遇， 在遭遇失业、 工伤、

患病时， 常会陷入艰难的处境。 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对健康具有显著的损耗效应， 而健

康的损耗在城市难以得到有效的弥补， 且健康的身体是农民工正常工作并获得收入的

必要条件， 失去健康的农民工将失去工作和收入来源。 因此， 健康的损耗对农民工幸

福感的贡献也比较高。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贡献率为 １０ ０２％ ， 与健康的贡献率处于相当水平。 超

时劳动损害农民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加速其身体的损耗， 透支该群体的健康， 降低

了他们的幸福感。 户籍歧视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贡献率为 ９ ４８％ ， 略低于超时劳动。 户

籍歧视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上降低了农民工的获得感， 在心理上加剧了农民工的社

会隔离感、 不安全感和焦虑情绪， 这些因素损害农民工的心理健康。 人口统计因素对

农民工幸福感的贡献相对偏低， 性别、 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年龄及民族对幸福感的

总贡献占比为 １２ ５２％ ， 这表明个体特征并非农民工幸福感的核心决定因素。

以上分析表明， 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收入状况、 健康状况、 劳动强度

和户籍歧视这 ４ 个方面。 收入水平的提升能增强农民工的幸福感， 健康状况的恶化、

劳动强度的提升、 户籍歧视的加重均会导致农民工幸福感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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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夏普利分解结果及分析

变量 夏普利值 贡献率（％ ）

超时劳动强度 ０ ０１４５ １０ ０２

收入 ０ ０７８０ ５３ ９６

年龄 ０ ００１４ ０ ９８

年龄的平方 ０ ００１４ ０ ９８

性别 ０ ００７４ ５ １１

民族 ０ ０００７ ０ ４６

婚姻状况 ０ ００２３ １ ５９

健康状况 ０ ０２０３ １４ ０２

教育年限 ０ ００４９ ３ ３９

户籍歧视 ０ ０１３７ ９ ４８

总计 ０ １４４６ １００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五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一） 内生性讨论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幸福感产生了负向影响， 且同时满足统

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 但受制于数据特征， 估计中可能存在自选择偏差问题。 例

如， 超时劳动能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 但某些农民工可能认识到超时劳动对自身

幸福感的负效应， 拒绝接受超时劳动， 并将工作时间控制在适度劳动范围内， 这将产

生自选择问题。 为降低选择偏差以及潜在内生性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本部分采用倾向

得分匹配法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ＳＭ） 对自选择问题进行处理。

倾向得分匹配法通过将样本划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 构建农民工超时劳动对其幸

福感影响的反事实框架。 ＰＳＭ 分析估计过程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计算样本的倾向

得分值， 常采用 Ｌｏｇｉｔ 回归方法根据一组协变量预测样本的倾向得分； 第二步是以倾

向得分值作为匹配关键指标， 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样本进行匹配； 最后根据匹配后的

样本， 计算农民工超时劳动对其幸福感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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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卷第 ６ 期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ＴＴ）。 需要说明的是， 常见的匹配方法有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

配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为增强研究的可信性， 本研究汇报四种匹配方法下的估计

结果。

本研究中， 以超时劳动 （周工作时长在 ４４ 小时以上） 的农民工样本为实验组， 适

度劳动 （周工作时长在 ４４ 小时及以下） 的农民工样本作为对照组， 处理指示变量为农

民工是否超时劳动。 近邻匹配 （ｋ ＝ ４） 法下的平衡检验结果显示①， 样本匹配前， 变

量的标准化偏差比较高， 匹配完成后， 变量的标准化偏差下降到 １０％以下， 表明在匹

配完成前， 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大部分协变量上存在系统性差异， 但匹配完成之后， 大

多数协变量的差异变得不再显著。 ＰＳＭ 方法降低了两组样本在协变量上的系统性差异，

取得良好的匹配效果②。

ＰＳＭ 法估计结果见表 ５。 分析可知， 在四种匹配方法下， 超时劳动均对农民工的幸

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且均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 不同方法下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的大

小略有差距， 但差异较小， 表明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近邻匹配法的 ＡＴＴ 值为

－ ２ ５５８６， 表明在依据是否超时劳动作为处理指示变量对适度劳动组和超时劳动组进

行匹配后， 超时劳动组的幸福感比适度劳动组显著降低 ２ ５５８６ 个单位。 在对自选择问

题做出处理之后， 所得结论仍然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 ５　 ＰＳＭ 分析结果及分析

匹配方法 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ＡＴＴ
－ ２ ５５８６∗∗∗

（０ ６８４４）
－ ２ ４９６５∗∗∗

（０ ６３８４）
－ ２ ６５９４∗∗∗

（０ ６２７５）
－ ２ ７０２０∗∗∗

（０ ８４２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处理组 １１６９ １１６９ １１６９ １１６９

对照组 ２２６２ ２２６２ ２２６２ ２２６２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汇报的是标准误； ＡＴＴ 表示平均处理

效应； 近邻匹配的 Ｃａｌｉｐｅｒ 设置为 ０ ０１， 半径匹配的半径设置为 ０ ０１， 核匹配与局部线性回归匹配均使用默认的核

函数与带宽。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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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平衡性检验结果不在文中汇报。 如有需要， 可向作者索要。
其他三种匹配方法的平衡性检验结果类似。 囿于文章篇幅， 未在文中汇报。 如有需求， 可向

作者索要。



（二） 稳健性检验

上文采用超时劳动强度这个连续变量反映农民工超时劳动的严重程度。 为检验

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并与已有研究形成对照， 将超时劳动处理为超时劳动层次

（Ｏｖｅｒｗｏｒｋ）， 估计超时劳动层次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上述处理能达到以下三个目

的： 第一， 考察不同层级的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异质性影响； 第二， 可以与前人的

研究做对比分析； 第三， 采用核心解释变量替换法再次验证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稳

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见表 ６。

分析表 ６ 的实证分析结果可知， 随着超时劳动层次的上升，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

福感的负向影响也逐渐增大。 从全样本来看， 相对适度劳动的农民工而言， 轻度超时

劳动将导致农民工的幸福感下降 １ ９３１１ 单位， 中度超时劳动将导致农民工的幸福感下

降 ４ ２５７２ 单位， 重度超时劳动导致农民工的幸福感下降 ４ ９０５８ 单位。 可以发现， 超时

劳动强度并非均质地引发农民工幸福感的恶化， 中度超时劳动相对轻度超时劳动而言，

造成幸福感的大幅度下降。 中度和重度超时劳动对幸福感影响强度之间的差异较小。 这

表明随着超时劳动层次的上升， 超时劳动对幸福感影响的强度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

超时劳动层次对农民工幸福感的作用在代际间也存在异质性， 这种异质性有两

种表现。 第一， 在各个超时劳动的层次上， 超时劳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

效应均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基于 ＳＵＲ 模型执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 中度超时劳

动和重度超时劳动对两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强度的差异显著。 第二， 中度和重度

超时劳动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比较接近， 重度超时劳动相对中度超时劳动

而言并没有进一步降低老一代农民工的幸福感， 但超时劳动层次对新生代农民工的

幸福感有单调上升的消极影响。 以上分析再次证实上文分析的核心结论， 也证实了

超时劳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强度的代际异质性。

表 ６　 超时劳动层次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因变量： 幸福感

（１） （２） （３）

全样本 老一代 新生代

超时劳动层次 ＝ ２
－ １ ９３１１∗∗∗

（０ ６５５９）
－ １ ８８６４∗

（１ ０２０３）
－ ２ ００９１∗∗

（０ ８６３９）

超时劳动层次 ＝ ３
－ ４ ２５７２∗∗∗

（０ ６９６３）
－ ２ ９９５８∗∗∗

（１ ０３７９）
－ ５ ３４７７∗∗∗

（０ ９５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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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幸福感

（１） （２） （３）

全样本 老一代 新生代

超时劳动层次 ＝ ４
－ ４ ９０５８∗∗∗

（０ ６４０８）
－ ２ ９１４０∗∗∗

（０ ８９６３）
－ ７ ４１４９∗∗∗

（０ ９４２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 ５４ ９０３６∗∗∗

（７ ９２０８）
－ １３ １５４２
（２１ ９１９９）

－ ５６ ０７８５∗∗∗

（１４ ７６１０）

调整后 Ｒ２ ０ １４３３ ０ １４９５ ０ １４３７

Ｆ ４５ ６７６６ ２３ ６１３４ ２５ ３８８４

样本量 ３４３１ １５９７ １８３４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将出生于

１９８０ 年以前的受访者界定为老一代农民工， 将出生于 １９８０ 年及以后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 分别定义农民

工周工作时间在 ４４ 小时及以下、 ４５ ～ ５０ 小时、 ５１ ～ ６０ 小时、 ６１ 小时及以上为适度劳动、 轻度超时劳动、 中度超

时劳动和重度超时劳动， 分别赋值为 １ ～ ４， 以适度劳动作为基准组。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上文估计了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总效应。 接下来， 基于结构性视角，
实证分析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结构性影响。 分别估计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

健康、 工作、 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估计结果见表 ７。 分析可知， 超时劳动对

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强度最高， 其次是收入满意度， 再次是生活满意度， 对健康满

意度的影响最低。 由此可见， 超时劳动主要是通过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收

入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从而降低农民工的幸福感。
该实证结果有以下几点含义。 首先， 超时劳动加重农民工的工作强度， 损害农

民工的身体机能和心理健康， 提高工伤事故的发生率， 直接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

意度。 其次， 农民工常就职于城市非正规部门， 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不容乐观， 基

本的劳动权益常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农民工超时劳动经常得不到应有的经济补偿，
即便得到额外的加班收入， 但这些收入不足以弥补加班造成的福利损失， 从而超

时劳动导致农民工对自身收入的满意度下降。 再次， 超时劳动剥夺农民工的部分

日常生活时间， 挤压了其原本可以用于休闲娱乐、 接受教育或培训等活动的时间，
导致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下降。 最后， 尽管从实证结果看，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

健康满意度的负向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但并不能得出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健康

影响较小的结论， 这反而凸显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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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选择效应， 那些年轻力壮、 身体健康的农民工才更可能外出务工。
短期来看， 超时劳动对其健康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 但长期超负荷劳动的损耗

效应会持续累积， 侵蚀农民工的身心健康。 老一代农民工在青壮年时期进城务工，
将青春、 健康和汗水留在城市， 在年龄稍大时就不得不拖着年老和疾病返回家乡，
这在该群体中是常见的现象。 农民工市民化受阻的城市化是畸形的、 危险的， 将

对城市和乡村产生双重危害， 强化城乡间的区隔， 阻碍城乡融合发展。

表 ７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各维度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１） （２） （３） （４）

健康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 收入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

超时劳动强度
－ ０ ０３９８
（０ ０３５４）

－ ０ ３５５７∗∗∗

（０ ０３９０）
－ ０ ３０９６∗∗∗

（０ ０３９３）
－ ０ ２５０２∗∗∗

（０ ０３７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１ ８０２９∗∗∗

（０ ３６５４）
－ １ ７７０８∗∗∗

（０ ３８２７）
－ ３ ０７４８∗∗∗

（０ ３９８８）
０ ３２２８

（０ ３９３７）

调整后 Ｒ２ ０ ０７６０ ０ １２９４ ０ １４７３ ０ ０６２９

Ｆ ２０ ９１２０ ５２ ６５６２ ５７ ２８１４ ２４ ９１２１

样本量 ３４３１ ３４３１ ３４３１ ３４３１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六　 机制分析

上文考察了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总体影响和结构性影响， 证实了超时劳

动导致农民工幸福感的恶化。 但超时劳动通过何种机制作用于农民工的幸福感， 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占比有多高， 均有待进一步探讨。 因此， 采用 Ｂａｒｏｎ ＆ Ｋｅｎｎｙ
（１９８６）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建立如下模型， 如公式 （２） ～ （４） 所示。 其

中， Ｓｗｂｉｊ为因变量， 表示农民工的幸福感； Ｗｏｒｋｄｅｎｉｊ 为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农民工

的超时劳动强度； Ｍｉｊ是中介变量， 分别采用农民工教育及娱乐支出 （Ｅｄｕｅｘｐ） 与城

市化融入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作为中介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 为一组控制变量； Ｙｉ 为年份虚拟

变量； ｃ、 ａ、 ｃ′和 ｂ 为待估参数。 若公式 （２） 中的系数 ｃ 显著、 公式 （３） 中的系

数 ａ 显著、 公式 （４） 中的 ｃ′和 ｂ 均显著且 ｃ′ ＜ ｃ， 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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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总效应中部分通过影响中介变量发挥作用。 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比重的计算公式为 ａｂ ／ ｃ。 若 ｃ、 ａ 和 ｂ 均显著， 但 ｃ′不显著， 则表明存在

完全中介效应， 即超时劳动完全通过中介变量作用于农民工的幸福感。

Ｓｗｂｉｊ ＝ α０ ＋ ｃ × Ｗｏｒｋｄｅｎｉｊ ＋ μ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 ＋ Ｙｉ ＋ εｉｊ （２）

Ｍｉｊ ＝ β０ ＋ ａ × Ｗｏｒｋｄｅｎｉｊ ＋ λ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 ＋ Ｙｉ ＋ νｉｊ （３）

Ｓｗｂｉｊ ＝ γ０ ＋ ｃ′ × Ｗｏｒｋｄｅｎｉｊ ＋ ｂＭｉｊ ＋ η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 ＋ Ｙｉ ＋ ωｉｊ （４）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 ８。 分析可知， 模型 （１）

表明超时劳动强度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模型 （２） 证实超时劳动会挤压

农民工用于娱乐休闲、 教育培训和文化消费上的支出。 模型 （３） 表明在控制农民工的

教育及娱乐消费支出后，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效应趋于减弱， 也即超时劳动

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部分被农民工的娱乐休闲及教育投资的减少所吸收。 计算得到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７ ２０３９％ ， 意味着有 ７ ２０３９％ 的负效应是通过影响农民工

教育投资及娱乐支出最终降低农民工的幸福感。 Ｓｏｂｅｌ 检验证实中介效应具有统计显

著性。

模型 （４） 表明超时劳动负向影响农民工的城市化融入水平， 降低农民工对城市生

活的适应程度和市民化意愿， 也削弱其对城市身份的认同感。 模型 （５） 表明在控制农

民工城市化融入水平后，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趋于下降， 表明超时劳

动对幸福感影响的总效应部分被城市化融入所吸收。 计算得到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比重为 ９ ５２７４％ ， 意味着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总效应中有 ９ ５２７４％ 是通过削弱

农民工的城市化融入而产生作用的。 相应的 Ｓｏｂｅｌ 检验在 １％ 水平上显著， 证实城市化

融入是超时劳动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作用渠道。

表 ８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分析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幸福感 教育及娱乐支出占比 幸福感 城市化融入 幸福感

超时劳动强度
－ ５ ８４９５∗∗∗

（０ ７５０２）
－ ０ ３５３８∗∗∗

（０ ０５１０）
－ ５ ４２８１∗∗∗

（０ ７５０９）
－ ７ ４０６１∗∗∗

（１ ４７７８）
－ ５ ２９２２∗∗∗

（０ ７４４３）

教育及娱乐支出占比
１ １９１２∗∗∗

（０ ２４９４）

城市化融入
０ ０７５２∗∗∗

（０ ００８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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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幸福感 教育及娱乐支出占比 幸福感 城市化融入 幸福感

常数项
－ ４９ １９６７∗∗∗

（７ ９０７０）
１ ０３８７∗

（０ ５６９２）
－ ５０ ４３４０∗∗∗

（７ ８６９８）
－ ５２ １９６７∗∗∗

（１５ ７５５６）
－ ４５ ２６９０∗∗∗

（７ ８４９０）

调整后 Ｒ２ ０ １４２１ ０ ０８９９ ０ １４８２ ０ ０４５２ ０ １６１１

Ｆ ５４ ５８５１ ３８ ８９８５ ５３ ５１６３ １６ １２９３ ５９ ９００５

观测值个数 ３４３１ ３４３１ ３４３１ ３４３１ ３４３１

中介效应占比（％ ） ７ ２０３９ ９ ５２７４

Ｓｏｂｅｌ 检验 － ３ ９８５０∗∗∗ － ４ ２９６０∗∗∗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七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让 “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

保障、 更可持续”。 然而， 超时劳动现象仍屡禁不止、 屡见不鲜， 在农民工群体中更为

普遍和严峻。 超时劳动侵害了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 对其身心健康造成危害， 降低该

群体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因此，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农民工市民

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采用回归分析法、 夏普利分解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

验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替换变量法

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研究表明，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 农民工的超时劳动强度每上升 １ 单位， 其幸福感将下降 ５ ８４９５ 单位。 机制分

析表明， 超时劳动通过降低农民工的教育与娱乐消费支出和城市融入水平间接降低农

民工的幸福感水平。 调节效应分析表明， 经济收入负向调节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

的影响， 超时劳动如果能获得充分的经济补偿将有助于降低其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教育水平正向调节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超时劳动对高教育水平农民工幸

福感的负效应更大。 结构化分析显示， 超时劳动造成农民工工作满意度、 收入满意度

和生活满意度的下降。 此外， 超时劳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要高于老一

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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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结论揭示了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对城乡融

合发展阶段农民工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为进一步提高农

民工的幸福感水平， 促进农民工的城市化融入， 推动城乡融合的深度发展， 对应的

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 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升是降低超时劳动的内生动力。 应该加大对农民工

的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农民工单位时间的劳动价值和议价能力。 职业技能训练有助

于拓宽农民工的就业范围， 在遭遇强制性超时劳动时拥有更广泛的职业选择范围。

技能型农民工在单位劳动时间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迫于经济压力的超时劳动一定

程度上被削弱。

其次， 要加大对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的保护力度， 对用人单位形成有效监管，

确保农民工享受法定休息休假权和加班补偿。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 “９９６” 工作制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规定①。 用人

单位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忽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 以耗损农民工的健康为代价

获取自身利益。 执法部门应加强对用人单位的主动监管， 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特别是要强制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正式合法的劳动合同， 为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提

供法律保障。 此外， 应加大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力度， 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维

护其劳动权益。

最后， 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让农民工平等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

保障， 提高农民工的城市化融入水平。 要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参与率， 缓解农民

工的后顾之忧。 要加快推动农民工市民化， 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 确保农民工

与城镇工同工同酬。 要通过实施多种措施， 为农民工提供一个张弛有度的工作环

境， 提高他们的工作满意感和幸福感。 要让农民工从 “候鸟式迁移” 转向 “扎根

式迁移” ， 提升农民工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让农民工进得来、 留得下、 生

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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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来自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联合发布第二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的通

知》，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ｈｒｓ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Ｙｒｌｚｙｈｓｈｂｚｂ ／ ｌａｏ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ｘｉ＿ ／ ｚｃｗｊ ／ ２０２１０８ ／ ｔ２０２１０８２５＿
４２１６００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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